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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蔚洋（Derin Bohcaci）

摘要：本文讨论 20 世纪初中土两国对现代性的看法背后的殖民话语，以及这

些看法如何在各自的语言改革运动中得以体现。我首先概述中国和土耳其语言改

革的历史，并通过比较批判的视角对其进行分析。从而揭示两国的语言改革是如

何在内化的东方主义刻板印象中进行的，并展示殖民话语对两国的现代语言所 产

生的深远影响。尽管形式上的殖民时代已经结束，我希望本研究能够引起人们对

全球殖民历史仍然嵌入当代社会的关注。

1. 前言1. 前言

本论文将论证 20 世纪初土耳其和中国对现代性的理解，以及与殖民

主义的直接联系。通过使用批判性比较视角来分析两国当时的语言改革，

并证明两国的改革都受到了“殖民话语内化”的影响。通过认识到我们至

今所追求的“现代性”其实是殖民主义的果实，土耳其人和中国人以及其

他殖民地人民便可以开始践行真正解放文化的大使命。

2.1 背景2.1 背景

自 1990 年代以来，凯末尔主义主导的土耳其和共产党领导的中国，

一直在经历一种智识上的“文艺复兴”，但结果是在这两个社会中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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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种“保守”的文化政治。凯末尔主义提出了一种沿现代化方向重塑

社会的理念，旧价值观的瓦解并被新价值观所取代。中国也有类似的文

化项目。可以妇女解放为例，因为两个国家都追求了女权主义的目标。

在中国，妇女被推进了劳动力市场，性别平等成为了国家政策的一部分

（Zheng, 2010）。同样，土耳其妇女也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权利（White, 
2003）。从文化上讲，土耳其和中国的两种意识形态在促进性别平等和社

会进步等价值观方面是进步的。然而，伊斯兰主义和新儒家等保守的文化

意识形态在这两个社会中正蓬勃发展。这些思想流派希望通过回顾前现代

时期，以寻找解决当前社会和文化问题的灵感。它们希望创造一个根植于

传统思想的，却有具有独特现在性的土耳其或中国，其前提是拒绝西方思

想或一切被视为西方的东西。然而，这些保守的范式虽然抵制了西方帝国

主义，但也带来了诸如压制妇女等文化问题。Ahmad (1988 年 ) 描述了土

耳其的伊斯兰主义如何威胁妇女的自由，而 Gao (2003 年 ) 则强调了儒家

思想的性别歧视性质。正是响应这些社会文化趋势，我开始了对这两个国

家现代性形成的调查。

2.2 研究问题2.2 研究问题

我的研究问题：中土两国的语言改革如何在各自的语境中诠释“现代

性”概念？

2.3 研究方法2.3 研究方法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采用了批判性的比较视角。这一视角的“批

判”部分来自 Ricento（2006 年）对许多语言政策研究未对“基于西方的

关于国家发展前提的意识形态，比如单一语言主义”所提出的批评。在

此基础上，我还接受了 Blommaert（2006 年）得出的结论，即在国家建设

中，单一语言意识形态和标准国家语言的必要性是一个谬论。Silverstein
（1996 年）进一步论述了“单一语言”社会的观念也是欧洲的发明。我还

从 Pennycook（2006 年）的观点中得到了启示，即 “现代语言”作为一个

具有清晰界限和结构的实体的概念，是一个近期在欧洲产生的构想，在全

球化之前产生。所有这些思想都呼应了著名的后殖民主义学者 Spivak 的观

点（1988）。她认为，将欧洲中心主义的范畴强加于殖民地人民应被称为

“认识上的暴力”，因为西方知识取代了非西方知识。这些作者主要是要探

索为什么政策制定者首先选择他们想要追求的目标 , 这些改革持有哪些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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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和观念，导致他们制定了某些目标。

这一批判性比较视角的“比较”部分来源于 Anderson 的方法论（2016
年）。他提出了四个原则：1）比较时，必须突出支持论点的相似性或差异

性。2） 使用令人惊讶的比较，即通常不会被比较的国家或地区。例如，与

其比较法国和德国，不如比较法国和印度。我之所以选择比较土耳其和中

国是因为它们通常不会被纳入比较分析。3）比较同一国家的政策在不同时

期的演变。4）比较时牢记自己的背景。

以下是我根据这两种框架的结合所得到的主要发现。

3.1 土耳其语言改革的殖民基础3.1 土耳其语言改革的殖民基础

土耳其语言的改革可追溯到 1923 年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当时的土

耳其领导人阿塔图尔克建立了一个由共和人民党领导的一党制国家，并启

动了一系列改革，旨在将新共和国推向现代化。他认为前奥斯曼帝国在一

战中的崩溃是由于其落后的状态。从 1920 年代到 1945 年（一党统治结

束）期间他所推行的改革之一是语言改革。该语言改革旨在规范语言，改

变其文字，并取代“奥曼土耳其语”而成为标准语言。牛津大学土耳其研

究系创始人 Geoffrey	Lewis 宣称（1999 年），阿塔图尔克是推动土耳其“现

代化”的政治动力中最重要的人物，因此我将探讨他所推行的语言改革中

的两个方面，即标准化和拉丁化。语言规划者在构建现代土耳其语时使用

了欧洲的 “纯净”语言概念。在构建土耳其标准化语言时，语言规划者的

目标是消除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语法特征和借词。Pennycook（2006 年）

认为，“纯净”语言的概念是欧洲的概念，即语言之间存在边界。Lewis
（1999 年）在对土耳其的报纸进行分析时发现：1931 年只有 35% 的词汇是

土耳其衍生的。到 1965 年，土耳其衍生词的比例达到了 60.5%。土耳其语

衍生词的增加表明非土耳其语衍生词从土耳其语中消失了。这种在标准化

过程中对土耳其的“净化”具有欧洲根源，本文稍后将进行探讨。现在，

我们将把注意力转向文字改革。

从 19 世纪末开始，奥斯曼文字被普通认为是阿拉伯文字的修改版

本，不足以代表土耳其语。在阿拉伯文字中，只写下辅音，而不写元音。

然而，在土耳其语中，元音被广泛使用，省略它们会产生歧义（Mignon，

2010 年）。然而人们不能决定如何改革文字：可以改革奥斯曼文字使其更

好地表示土耳其的语音学，或者转而使用亚美尼亚语或希腊语字母，因为

这些字母当时在伊斯坦布尔和安纳托利亚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中被广泛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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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然而，在 1928 年，阿塔图尔克不顾语言委员会的建议，径自宣布了

拉丁化，并得以实施。目前，在土耳其只有专业学者可熟练使用奥斯曼文

字。牛津大学教授 Laurent Mignon（2010 年）认为，这是文学史学者和教

育工作者的一个巨大机遇，因为他们可以建立一个“国家”文学经典。他

们可以塑造现代土耳其的图书馆，切断其与伊斯兰的历史联系。Lewis（1999
年）还认为，拉丁化的决定也是因为土耳其想要西方化，既表现得更加西

方化，又将土耳其的智识意识转向欧洲，而远离伊斯兰世界。

为什么会在土耳其发生这种情况？为什么土耳其的知识分子和政府官

员决定他们的语言（奥斯曼语）不适合现代化？他们为什么选择了这些具

体的改革？这些问题跟当时的“东方主义”视角有关。历史教授 Edhem 
Ertem（2010 年）认为，西方观察家的东方主义陈词被土耳其精英内化，

然后由他们复制。土耳其政治家和思想家试图通过变得西化来实现自己的

“现代化”，因此，要么拒绝他们认为“低下”的文化，要么通过无法撤销

的方式改变他们的文化和语言。其直接后果就是：我作为一个土耳其母语

者，由于土耳其语言改革的剧变，无法阅读 80 年前我先人们所写的文章。

在许多方面，土耳其社会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已经西化到了如此

程度，以至于伊斯兰教徒的幻想“回到过去的美好时光”完全不现实。

3.2 中国语言改革的殖民基础3.2 中国语言改革的殖民基础

中国语言改革的根源可以追溯到 1919 年的“五四运动”，当时许多思

想家将中国语言作为改革的主要对象（Tong，2000 年）。在本节中，我将

重点关注汉语书写的标准化和文字改革。

在 20 世纪之前，标准书面汉语被称为文言文。它基于两千多年前的

古汉语。在方言多样的中国，它非常有用，因为受到教育的人会使用文言

文，但说着自己的方言。然而，学习文言文需要很多精力，被认为不适合

现代社会。 “新文化运动”开始后，白话文开始成为标准的书写方式，因

为它直接对应了汉语口语。正如 Tong（2000 年）所述，从文言文作为国

家语言转变为白话普通话，是引入了对中国来说是外来概念的音素中心主

义。音素中心主义意味着一个社会更重视说话而不是书写。在 20 世纪上

半叶，中国知识分子有很强的动力，认为“中国语言的欧洲化”将增强中

国的表达能力、语言准确性，并使其更适合现代化 （《牛津汉语语言学手

册》，2015 年）。

围绕文字改革的过程更加复杂，但尤其值得指出以证明我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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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g（2010 年）强调新文化运动中重要人物 , 如鲁迅和瞿秋白等人 , 都支

持汉字拉丁化。许多思想家希望为汉语创造一个语音系统，因为他们认为

汉字是中国“落后”的原因。幸运的是，这些替换汉字系统的呼声被忽略

了。然而，展示许多高知名度的思想家想要拉丁化的事实很重要 , 因为表

明了当时思想界的普遍观念。虽然汉字得到了保留，但在后来的岁月里它

们经历了多次修改。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于 1956 年首次发布简化汉字的

标准方案。在此基础上 1964 年又公布了一般列表（《牛津手册》，2015 年）。

与土耳其案例研究类似，人们必须问，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统治

者决定他们的语言首先需要改革呢？ Arif Dirlik 教授（1996 年）是这样

回答的：他认为东方主义的观念已经成为中国自我形象的一个组成部分。

Tong（2000 年；第 19 页）特别指出，中国社会的精英热情地拥抱西方的

东方主义思想。他还认为，已经确立的西方东方主义者对中国语言的看法

与“五四运动”时期的观点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延续性。正是这些殖民意识

形态指导了中国语言改革，因为决策者认为，文言文 与“现代性”不相适

应，必须现代化（欧洲化）。例如，Tong（2010 年）指出是欧洲传教士创

造了“汉语太复杂”的理念” ，然后，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内化了传教士

所创造的这种信念，即汉语具有固有的局限性、不完美性，甚至是缺陷。

Wan （2014 年）也持同一观点，他说这个观念使得简化的汉字部分地成为

殖民发明，因为它源于“中国汉字对于现代世界来说太难”的殖民思维。

这些论点并没有直接说明中国的精英和知识分子改革语言时甚至意识到他

们正在复制这些殖民发明。但是，正如 Tong（2010 年）和 Wan（2015 年）

所做的那样，中国的精英分子对自己的看法可以追溯到与中国接触并对中

国进行写作的西方帝国主义者。

3.3 两段历史的比较分析3.3 两段历史的比较分析

20 世纪初的中国和土耳其都有相同的目标：改革他们认为是障碍现代

化的语言。土耳其和中国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面临着类似的帝国主义

威胁，这使得它们现代化的动力更加强大。对于这两个社会来说，要么选

择现代化，要么被殖民。因此，这两个国家的官员都希望通过语言的标准

化来改革当时被认为是“落后”的语言。他们使用的方法也很相似，都追

求全国语言的标准化和文字改革。

最终，中文和土耳其语通过上述改革成为了被边界限定的语言：标准

化和文字改革都有效地使其现代语言使用者与过去的书面作品隔绝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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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当代汉语的使用者不通过专门的学习，就无法流利地阅读文言文或

看懂所有繁体字。 在土耳其，能看懂奥斯曼文的人就更少了，因为改革的

范围太广。因此，这些改革的结果代表了与过去的明显分野。

我想强调的是一个殖民框架影响了汉语和土耳其语的现代化整个过

程，从目标、方法到结果。为了改革一种语言（中文或者土耳其语），人

们必须首先认识到并接受该语言所存在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知识

分子们认识到他们使用的文言文和繁体汉字与现代化不兼容。对于土耳其

来说，知识分子认为阿拉伯文字和奥斯曼土耳其语的多样化词汇是让土耳

其落后的一个问题。

我使用的批判性比较视角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两个社会的精英都确

信他们的语言对于现代化是不足够的。第一个阶段是当时的中国和土耳其

的思想家开始通过西方对他们国家的理念来看待自己，是把来自西方的

“东方主义”内化。他们开始认为他们的语言、习俗和宗教是落后的，因

为西方学者是这样写的。第二个阶段是将“现代化”与西方联系起来。这

种联系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和土耳其的思想家和决策者在他们的语言中积

极追求“西方化”的努力，他们希望通过内化西方的语言模式来实现“现

代化”。

4. 结论4. 结论

总括而言，20 世纪初中国和土耳其对现代性的理解是殖民构建，这种

现代性的殖民性深刻地体现在两国的语言改革运动中。因此，语言改革之

所以发生，是因为每个社会的精英们被说服他们的语言在某种程度上“错

误”，以适应现代化。这是因为他们内化了东方主义，并将现代化概念化

为必须效仿的欧洲特征。目前，土耳其语和汉语深深地与殖民历史交织在

一起。试图‘回归’到前殖民时代是不可行的。我们被困在历史的猜测

中，必须通过追求解放性实践，如妇女解放、酷儿解放和民族多样性，向

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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